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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

———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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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

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

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

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 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 +社会 +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

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 遭受“自然 +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

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 +社会 +经济 +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 87． 45%的农户采取多种

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 +援助 +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

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

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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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和多变的社

会环境不仅加剧了人们的生存压力，还使人类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18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极

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作为发生频率最高的两大风险，已

对经济社会和人类健康等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潜在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仍在加剧”。为了减轻风险冲击带来的不利

影响，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ＲP)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IGBP)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及在此

基础上提出的未来地球计划( Future Earth) 均将科学地适

应作为人类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1 － 3］。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历次评估报告也强调适应

是人类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概念和重要途径［1］。适

应已成为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研究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

方面，在人为引发的气候变化和相关公共政策辩论的背景

下，适应性研究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和活力。

适应作为人类社会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也

引起了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针

对适应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涉及干旱［4—8］、热浪［9 － 12］、

洪水［13 － 14］等气候变化或极端天气事件影响下的城市或农

村社区适应性，以及生态移民［5 － 6，15 － 17］、快速城市化［18］乡

村旅游业发展［19 － 20］等影响下的边缘社区或农户适应性等

领域，且大多研究基于社会 －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19 － 21］、

可持续生计框架［22 － 27］等，分析了区域、家庭或个人层面的

适应能力、适应策略、适应行为、适应结果以及适应性与脆

弱性［13，28］的关系等。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外部单一

压力或风险冲击背景下的农户适应能力、适应行为和适应

策略等，较少关注多重压力冲击下的农户适应性。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对维护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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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较大区域的生态安全起着重要作用［29］。甘南黄河水源

补给区作为国家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是青藏高原生态

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维护

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同时，该区也是典型的气候

变化敏感区和高寒生态脆弱区［30］。农户作为该区农村社

会中最基本的生计单位和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最

直接主体，经常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重压力的冲击。

因此，厘清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特征，可为制定

有效的生计适应政策提供借鉴。鉴于此，本文基于农户调

查数据，在辨明农户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和适应策略的基

础上，运用多元 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探明

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旨在为重点生态功

能区制定有效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青藏高原

“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区又是“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区内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和夏

河县为国家扶贫重点县［31］。2018 年该区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仅为 7 677元，低于甘肃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8 804

元，并仍有 2． 16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近年来，在气候变化

与人类活动的交互影响下，该区出现的草地资源严重退

化、水土流失加剧、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损失、水源涵养

能力下降等问题，不仅降低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更严重影响到了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生态

安全。

依据《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

护与建设规划( 2006—2020) 》将该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

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三个生态功能区。其中，重点保

护区主要功能是涵养水源和维持物种多样性，禁止一切开

发利用活动，严禁人类活动对自然文化遗产的干扰与破

坏; 恢复治理区主要通过实施以草定畜，休牧轮牧等一系

列措施减轻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控制过度放牧等

不良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经济示范区主要是在恢复、

保护好现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实现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1． 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问卷调查。在正式调查前，首先

在 2017年 11月进行为期一周的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

果，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于 2018 年 1—2 月进

行正式调查。课题组采用观察法、调查问卷、小型座谈会

等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 PＲA) ，获取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

和信息。由于语言沟通困难，为确保信息准确，聘请当地

在校大学生作为语言翻译，每户调查问卷时间约 45 分钟。

在调查过程中，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受访农户，因人

口居住分散，访谈难度较大，最终共调查农户 575 户，得到

有效问卷 534 份，有效率为 92． 87%。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农户的基本情况: 包括年龄、受

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耕地( 草地) 面积、房屋情况、牲畜

表 1 研究区区划

功能区名称及问卷数量 具体名称 行政区域 面积 /hm2

重点保护区

( 195 份)

恢复治理区

( 274 份)

经济示范区

( 65 份)

阿尼玛卿山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小区

首曲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小区

尕海 －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洮河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小区

大夏河源头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小区

阿尼玛卿山草原生态恢复治理小区

西倾山生态恢复治理小区

阿木去乎草原生态恢复治理小区

加茂贡 －洮砚生态恢复治理小区

佐盖多玛湿地生态恢复治理小区

甘加 －佐盖曼玛草原恢复治理小区

玛曲县经济示范小区

碌曲经济示范小区

临潭 －卓尼经济示范小区

夏河 －合作经济示范小区

玛曲县

玛曲县

碌曲县

卓尼县、临潭县、合作市

夏河县

玛曲县

碌曲县

夏河县、碌曲县

合作市、卓尼县、临潭县

合作市

夏河县 、合作市

玛曲县

碌曲县

临潭县、卓尼县

夏河县、合作市

230 566

375 084

247 431

452 770

47 303

375 721

109 172

371 986

258 809

56 326

379 028

57 877

24 241

14 014

56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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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等; ②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 包括自然压力、经济压

力、社会压力和政策压力等;③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 包括

扩张型策略、调整型策略、收缩型策略和援助型策略等。

1． 3 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

适应性概念源于进化生态学，此后在生物物理学、社会

学、人类学等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全球变化背景下的

适应性强调人类社会或生态系统面对全球变化导致的不利

影响时，在不同尺度上进行的自我调整过程［1］。生计适应

性通常是指个体通过配置各类生计资产来应对内外部环境

变化带来的各种压力或风险冲击，以减轻其对生计可持续

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适应能力、适应行为、适应策略和适

应结果四部分［6，19］。基于已有研究，结合甘南黄河水源补

给区的独特性，本文主要从生计压力、适应能力、适应策略

和适应结果等方面构建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 见图 1) 。

生计压力是指农户在生产生活中受到的内外部风险

冲击，它往往会降低个人或家庭的整体福利水平，并影响

其生计可持续; 适应能力反映了农户对生计压力的响应与

应对能力，以及从压力造成的不利后果中恢复的能力，它

与自身拥有的资产(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

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 密切相关; 适应策略是指农

户为应对生计压力而采取的适应措施，适应策略的选择既

受农户适应能力的影响，也受区域背景及外部生计压力等

因素的影响; 适应结果是指农户采用适应策略应对生计压

力后产生的效果。农户应对风险的可用资源不同，其采取

的适应策略必然不同，进而导致适应结果也存在差异。总

体来看，生计压力、适应策略、适应能力和适应结果相互影

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适应过程。

1． 4 研究方法

1． 4． 1 生计压力测量方法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计压力进行了分类。其

中，Mcdowell［14］和 Nikolic［32］按压力来源将生计压力分为

社会经济和气候两大类; Freduah［33］和 Malakar［34］等则将

生计压力分为气候压力和非气候压力两类; 苏芳［35］等将

生计风险分为健康、环境、金融、社会和信息风险等五大

类。基于已有研究和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实际情况，本文

将生计压力分为自然压力( 例如，自然灾害、草场退化或耕

地退化、农作物病虫害、水土流失、人畜饮水困难、牲畜患

病) 、经济压力( 例如，农牧产品价格下跌、农牧产品销路

困难、购买假种子和假农药、子女学费开支高、子女婚嫁开

支高、家人去世开支高、建造新房 /改造旧房开支等问题) 、

社会压力( 例如，自己或家人看病、子女就业、养老保障困

难等问题) 和政策压力( 例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

奖补政策) 四类。

为了更好地刻画不同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特引入生

计压力多样化指数和严重性指数。其中生计压力多样化

指数指农户遭受生计压力的种类，例如，农户遭受自然压

力和经济压力两种生计压力冲击，则该农户的生计压力多

样化指数为 2，然后对不同区域农户的生计压力多样化指

数取平均值得出该区域的生计压力多样化指数; 生计压力

严重性指生计压力对农户生计影响的严重程度，采用李克

特五级量表测量( 非常轻微 = 1; 比较轻微 = 2; 一般 = 3; 比

较严重 = 4; 非常严重 = 5) 。

1． 4． 2 适应能力测量方法

适应能力是适应性的核心属性，也是研究适应性的关

键。本文借鉴 Pandey［25］和 Malakar［34］等人的研究，基于可

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从自然资

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六

个维度测量适应能力［26 － 27，36 － 38］( 见表 2) 。

自然资本体现了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通过草

地质量、耕地质量、人均草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来测量; 物

质资本指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通过房屋情况、牲畜资

产、家庭物质资产来测量;人力资本取决于农户家中劳动力

的受教育水平及数量，用高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比和劳动

力人口比重来测量; 金融资本反映农户为适应环境在生产

和消费中的资金积累和流动，通过人均收入和借贷机会来

测量;社会资本表示农户利用社会资源应对环境变化的能

力，通过社会网络、社会联结度和社会活动来测量; 心理资

本反映了农户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过程中的所拥有的积

极心理资源，通过幸福感指数和自信指数来测量。

本文运用熵值法［18］计算农户适应能力评价指标的权

重，并利用综合评价指数法，计算农户的适应能力:

ACI = ∑
n

j = 1
WjYij ( 1)

式中，ACI为农户适应能力指数; Wj 为第 j项指标的权

重; Yij 为第 i位农户的第 j项指标的标准值。

图 1 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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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测算方法

为了更好地分析农户应对生计压力的主要适应策略，

将其划分为四类:①扩张型策略，是指通过扩大农业生产

投资和增加收入来源来应对生计压力，如扩大畜群规模、

外出打工;②调整型策略，是指通过采取不同农业生产实

践应对生计压力，如调整畜群结构、采用新技术、移民搬迁

等;③收缩型策略，是指通过减少农业生产投资，缩减农业

规模应对生计压力，如减少开支、动用储蓄、孩子辍学、变

卖资产等;④援助型策略，是指依靠外部援助应对生计压

力，如向亲戚朋友借钱、向银行 /信用社贷款、依靠救济等。

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是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总和。

例如，农户采取外出打工和减少开支的两种适应策略，则

该农户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 2，然后对不同区域农户的

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取平均值得出该区域的适应策略多

样化指数。

2 结果分析

2． 1 农户的生计压力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 89． 33%的农户遭受两种或

两种以上生计压力冲击，生计压力多样化指数为 2． 46。

仅有 10． 67%的农户遭受单一生计压力冲击，其中，遭受
“自己或家人患病问题”冲击的农户最多，其次为“子女学

费开支高”，分别占遭受单一生计压力冲击农户的34． 55%

和 27． 27%。

经济示范区、恢复治理区、重点保护区遭受多重生计压

力冲击的农户分别占受访户的 93． 48%、87． 23%、90． 77%，

生计压力多样化指数分别为 2． 41、2． 46、2． 49( 见表 3) 。其

中，“自然 +社会 +经济”型、“社会 +经济”型、“自然 +社

会”型压力是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

力组合，遭受上述压力冲击的农户分别占受访户 43． 63%、

21． 35%、8． 24%。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示范区农户主要

遭受“社会 +经济”型压力、“自然 +社会 +经济”型压力和
“自然 +经济”型压力的冲击，其中，遭受“社会 +经济”型

压力冲击的农户比例最高，占该区受访户 40． 47% ; 恢复治

理区和重点保护区农户主要遭受“自然 +社会 +经济”型压

力、“社会 +经济”型压力的冲击，其中，遭受“自然 +社会
+经济”型压力冲击的农户比例最高，分别占恢复治理区和

重点保护区受访农户的 44． 16%和 41． 53%。

表 2 农户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指数 维度 指标 指标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指标权重

适
应
能
力

自然

资本
草地质量

草地质量情况: 好 = 5，一般 = 4，轻度退化 = 3，中度退化 =

2，重度退化 = 1
3． 87 0． 74 0． 29

耕地质量
耕地质量情况: 非常好 = 5，比较好 = 4，一般 = 3，比较差 =

2，非常差 = 1
3． 10 0． 66 0． 04

人均草地面积 家庭拥有的草场面积与总人数之比 3． 67 5． 70 0． 55

人均耕地面积 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总人数之比 1． 62 1． 51 0． 12

物质

资本
房屋情况

混凝土房、砖瓦房间数 = 5，砖木房间数 = 4，土木房间数 =

3，帐棚间数 = 2，棚圈间数 = 1
3． 88 0． 78 0． 09

牲畜资产
牲畜资产 =牛 × 5 +马 × 6 +骡 × 5 +驴 × 3 +猪 × 1． 5 +羊 ×

1 +鸡 /鸭 × 0． 05 +兔 × 0． 125。
40． 50 75． 63 0． 83

家庭物质资产 家庭物质资产种类数 7． 36 2． 92 0． 07

人力

资本
高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比 家庭中成年劳动力初中以上学历人口 /家庭总人口数 0． 31 0． 22 0． 41

劳动力人口比重 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家庭总人口数之比 0． 32 0． 23 0． 59

金融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人数之比 7 598． 18 4 870． 60 0． 70

资本 借贷机会 家庭借贷种类 1． 74 0． 73 0． 30

社会 社会网络 亲戚朋友中公职人员数量 2． 27 1． 46 0． ． 71

资本
社会联结度

与亲戚朋友的关系: 很好 = 5，较好 = 4，一般 = 3，较差 = 2，

很差 = 1
4． 24 0． 72 0． 03

社会活动 参加活动 /社团 /组织 /协会的数量 2． 02 1． 06 0． 26

心理

资本

幸福感指数 对当前生活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 5，比较满意 = 4，一般 =

3，不太满意 = 2，非常不满 = 1
3． 68 0． 86 0． 66

自信指数 面对困难或逆境时态度: 非常坚强 = 5，比较坚强 = 4，一般

= 3，有点沮丧 = 2，非常沮丧 = 1
3． 85 0． 88 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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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生态功能区农户面临的生计压

力严重程度存在差异。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

生计压力严重性指数为 3． 34。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面

临的生计压力严重性程度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经济示

范区最低，严重性指数分别为 3． 38、3． 35和 3． 31。从不同

功能分区来看，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的社会压力和自然压

力较为严重，压力严重性指数分别为 3． 46和 3． 10; 恢复治

理区农户面临的社会压力、自然压力和经济压力较严重，

严重性指数分别为 3． 48、3． 4 和 3． 34; 而经济示范区内农

户面临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较为严重，严重性指数分别

为 3． 53 和 3． 47。

2． 2 农户的适应能力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的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其

中，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 1． 88) ，恢复治理区

次之( 1． 86) ，重点保护区最低( 1． 80) 。调查结果显示，经

济示范区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心

理资本高于恢复治理区和重点保护区农户; 而重点保护区

农户除拥有较高的自然资本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

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均低于经济示范区和恢复治理

区农户。

进一步分析发现，面临不同生计压力的农户，其适应

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依据上文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类

型，特选取“社会 +经济”“自然 +社会”“自然 +社会 +经

济”“自然 +社会 +经济 +政策”四种关键压力分析不同

生计压力组合下农户的适应能力。分析发现，遭受“自然
+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适应能力指数

为 1． 92，而遭受“自然 +社会 +经济 +政策”型压力冲击

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其适应能力指数仅为 1． 78。调查

中发现，遭受“自然 +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拥有的自

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高于遭受其他三种组合压力

冲击的农户。

2． 3 农户的适应策略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已有 87． 45%的农户采取了多

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

2． 56。其中，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最

高，恢复治理区次之，再次是重点保护区，适应策略多样化

指数分别为 2． 70、2． 53和 2． 55。

进一步分析发现( 见表 4) ，不同区域农户在遭受相同

生计压力冲击时，采取的适应策略存在差异。在遭受“社

会 +经济”型压力冲击时，经济示范区和恢复治理区农户

表 3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

生态功能区 /% N + F N + S S + F S + P
N + S

+ F

S + F

+ P

N + S

+ P

N + S

+ F + P

多样性

指数

严重性

指数

经济示范区 6． 52 2． 17 40． 47 0 38． 96 0 0 4． 35 2． 41 3． 31

恢复治理区 6． 20 10． 22 20． 07 0 44． 16 1． 82 0． 4 3． 65 2． 46 3． 35

重点保护区 9． 74 6． 15 20． 51 0． 5 41． 53 1． 03 1． 03 8． 21 2． 49 3． 38

全区域 7． 49 8． 24 21． 35 0． 2 43． 63 1． 50 5． 62 5． 62 2． 46 3． 34

注: N: 自然压力; F: 经济压力; S: 社会压力; P: 政策压力。

表 4 不同生计压力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的适应策略

生态功能区 /% 压力类型 扩 +调 扩 +援 扩 +收 扩 +调 +援 扩 +援 +收 扩 +调 +援 +收

经济示范区 S + F 17． 65 11． 76 0 5． 88 23． 53 0

N + S 0 0 0 100 0 0

N + S + F 10． 00 5． 00 0 10． 00 10． 00 40． 00

N + S + F + P 0 0 0 0 50． 00 0

恢复治理区 S + F 14． 55 10． 91 1． 82 12． 73 18． 18 7． 27

N + S 0 14． 29 10． 71 10． 71 25． 00 21． 49

N + S + F 5． 79 7． 44 8． 26 4． 13 23． 97 21． 49

N + S + F + P 0 10． 00 10． 00 40． 00 0 20． 00

重点保护区 S + F 2． 50 5． 00 2． 50 20． 00 15． 00 12． 50

N + S 8． 33 0 0 25． 00 16． 67 8． 33

N + S + F 8． 64 8． 64 18． 52 9． 88 20． 99 14． 81

N + S + F + P 0 12． 50 0 25． 00 6． 25 31． 25

注: N: 自然压力; F: 经济压力; S: 社会压力; P: 政策压力。调: 调整型策略; 扩: 扩张型策略; 收: 收缩型策略; 援: 援助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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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多的是“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分别占各区

遭受该类压力冲击农户的 23． 53%、18． 18%，而重点保护

区农户选择最多的是“扩张 +调整 +援助”型策略，占遭

受该类压力冲击农户的 20． 00% ; 在遭受“自然 +社会 +

经济”型压力冲击时，经济示范区农户选择最多的是“调

整 +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占遭受该类压力冲击农

户的 40． 00%，而恢复治理区和重点保护区农户选择最多

的是“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分别占各区遭受该类

压力冲击农户的 23． 97%、20． 99% ; 在遭受“自然 +社会
+经济 +政策”型压力冲击时，经济示范区农户选择最多

的是“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占遭受该类压力冲击

农户的 50． 00%，而恢复治理区农户选择最多的是“扩张
+调整 + 援助”型策略，占遭受该类压力冲击农户的
40． 00%，重点保护区农户选择最多的是“调整 +扩张 +援

助 +收缩”型策略，占遭受该类压力冲击农户的 31． 25%。

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不同，采取的适应策略也存在差

异( 见图 2) 。拥有较高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农户，大多

采取“扩张 +调整 +援助”型策略;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

农户更偏向选择“扩张 +收缩”型策略; 而拥有较高金融

资本的农户更倾向于“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 拥有较

高社会资本的农户则偏向选择“扩张 +调整”型策略。

2． 4 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

2． 4． 1 影响适应策略类型的因素

为了更清晰的辨明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选择农

户的生计资本、生计压力的严重程度和多样化程度作为自

变量，引入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户采取较多的四种

适应策略组合( “扩张 +收缩”型策略、“扩张 +援助 +收

缩”型策略、“扩张 +调整 +收缩”型策略) 作为因变量，并

把“扩张 +调整 +援助 +收缩”型策略作为参照，分析影

响农户适应策略类型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模型( 1) 中

对数似然值为 1 115． 202，卡方检验值为 162． 230，显著性

水平为 0． 000( ＜ 0． 05) ，模型具有显著意义( 见表 5) 。

结果表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严重程度和

生计压力多样化程度对“扩张 +收缩”型策略的选择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自然压力严重程度是最关键的因

素，其 Wald值为 10． 619，其次是社会资本，再次是生计压

力多样化程度，最后是物质资本。具体来看，农户面临生

计压力种类越多，自然压力越严重，拥有的物质资本、社会

资本越高，越倾向于选择“扩张 +收缩”型策略。

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压力严重程度

图 2 生计资本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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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选择的显著因素。其

中，自然压力严重程度是最关键的因素，其 Wald 值为
8． 810; 其次是人力资本; 再次是自然资本; 最后是社会资

本。具体来看，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压力严重程度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

见，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越高，面临的自然压力

越严重，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略，

而拥有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户，越不愿意选择该策略。

人力资本、自然压力严重程度是影响“扩张 +调整 +

收缩”型策略的显著因素。其中，自然压力严重程度是最

关键的因素，其 Wald值为 5． 215; 然后是人力资本。具体

来看，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自然压力严重程

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农户面临的自然压力越严

重，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扩张 +调整 +收缩”型策略，而拥

有人力资本越多的农户，越不愿意选择该策略。

2． 4． 2 影响适应策略多样化的因素

为了分析影响农户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的关键因素，

将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压力严重性程度与多样化程度作

为自变量，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作为因变量，引入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结果如模型( 2) 所示( 见表 5) ，F统计量为

10． 511，Ｒ2 为 0． 175，显著性水平为 0． 000，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线性关系显著，并且共线性检验结果 VIF值均小
3． 200，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结果显示，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人

力资本均对农户选择多样化适应策略产生了显著影响，且

都通过了 5%水平显著性检验，其中，自然资本、人力资本

对农户选择多样化适应策略有消极影响，而金融资本、社

会资本则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即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和人

力资本越丰富，农户选择多样化适应策略的可能性越低，

而拥有较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户则更有可能采取

多样化适应策略。此外，生计压力多样化程度也对农户选

择多样化适应策略产生了显著影响，并通过了 1%水平显

著性检验，表明面临生计压力种类越多的农户，越有可能

采取多样化的适应策略。

3 讨 论

3． 1 适应能力的异质性

适应能力往往因生计资本和生计压力的复杂性表现

出异质性特征。Basupi［7］和 Pandey［15，25］等人发现高收入

和地区基础设施完善的农户适应能力较强，而收入较低、

表 5 模型参数估计系数与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扩张 +收缩 扩张 +援助 +收缩 扩张 +调整 +收缩

系数 Wald值 系数 Wald值 系数 Wald值
系数 标准差

常数 － 0． 071 0． 003 － 0． 408 0． 102 － 0． 754 0． 331 1． 446＊＊＊ 0． 293

自然资本指数 － 0． 044 0． 007 1． 371＊＊ 5． 118 0． 560 0． 925 － 0． 096＊＊ 0． 273

物质资本指数 1． 182* 3． 342 0． 667 1． 033 0． 440 0． 438 － 0． 049 0． 284

人力资本指数 － 0． 729 1． 677 － 1． 359＊＊ 5． 275 － 0． 990* 3． 071 － 0． 085＊＊ 0． 332

金融资本指数 － 0． 522 0． 995 0． 525 0． 932 0． 830 2． 414 0． 097＊＊ 0． 247

社会资本指数 1． 697＊＊＊ 8． 124 1． 096* 3． 329 0． 876 2． 239 0． 090＊＊ 0． 234

心理资本指数 0． 377 0． 545 0． 136 0． 826 0． 554 0． 770 0． 044 0． 220

自然压力严重程度 2． 097＊＊＊ 10． 619 2． 033＊＊＊ 8． 810 1． 534＊＊ 5． 215 － 0． 016 0． 082

经济压力严重程度 － 0． 654 0． 770 － 0． 944 1． 544 0． 504 0． 415 0． 023 0． 079

社会压力严重程度 － 0． 086 0． 012 0． 905 1． 766 0． 786 1． 326 0． 063 0． 000

政策压力严重程度 － 0． 423 0． 428 － 0． 668 0． 599 0． 696 0． 442 － 0． 010 0． 039

生计压力多样化程度 2． 567＊＊ 4． 103 0． 984 0． 567 1． 410 1． 240 0． 365＊＊＊ 0． 048

模型检验
－ 2 倍对数似然值 1 115． 202 F统计量 10． 511

Chi-square检验值 162． 230 调整后 Ｒ2 0． 175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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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便和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的农户适应能力较低。本

研究也发现，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的适应能力存在区

域差异，其中，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

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示范

区内城镇数量较多，人口集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家中

公职人员数量较多，参加种植、养殖、销售合作社的机会

多，经济竞争力较强，农户人均收入相对较高，因而农户适

应能力较强; 重点保护区农户居住分散，基础设施难以全

部覆盖，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渠道

单一，故农户的适应能力相对较低。此外，Malakara［34］等

人还发现面临不同生计压力的渔民适应能力存在差异，本

研究也发现，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农户在遭受不同生计

压力冲击时，其适应能力也不同。其中，遭受“自然 + 社

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其适应能力最高，遭受“社会 +经

济”型压力冲击的农户次之，而遭受“自然 +社会 +经济
+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

3． 2 适应能力与适应策略

有效的适应策略选择是减缓农户生计压力，提高农户

风险抵御能力和促进生计可持续的关键。Antwi［11］等人发

现不恰当的适应策略往往会产生不良的适应结果，进而加

剧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Pour［23］等人则指出金融、社会和人

力资本对农户选择多样化生计策略具有积极影响; 李广

东［32］等人发现心理资本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决定

性影响。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适应策略有显

著影响。调查中发现，传统耕作或放牧是当地农户的主要

生计，耕地( 草场) 面积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

家庭收入水平，并且耕地( 草场) 面积大且质量好的农户

更愿意扩大种植规模或畜群结构。然而，农户的适应策略

选择除了受单一资本的影响外，还可能受生计资本之间协

同或互补作用的影响，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探讨不同生计

资本间的交互作用对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影响及作用

机理。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研究区，基于入户调查

数据，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

探析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 1)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超过 89%的农户遭受多重

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经济示范区农户主要遭受“社会
+经济”型压力冲击，恢复治理区和重点保护区农户主要

受“自然 +社会 +经济”型压力的冲击。

( 2) 不同区域农户的适应能力存在差异，经济示范区

农户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 不

同压力冲击下农户的适应能力也存在差异，其中，遭受

“自然 +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而遭受
“自然 +社会 +经济 +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

最低。

( 3) 不同区域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不同，经济示范区

农户采取最多的是“扩张 +调整 +收缩 +援助”型策略，

恢复治理区农户采取最多的是“扩张 +援助 +收缩”型策

略，重点保护区农户采取最多的是“扩张 +调整 +援助”

型策略。

( 4) 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

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

因素。

4． 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主要面

临的生计压力和适应能力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应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在地

质隐患较大地区进行定期监测，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提高灾害应急处理能力; 其次，应积极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农户提高农牧产品商品

率，大力发展旅游、电商扶贫等新型产业，并健全农业保险

体系，降低农户因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波动造成的经济

损失，完善农村小额信贷政策，降低农户借贷成本，减少农

户信贷约束; 第三，应加强偏远地区住房、饮水、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基本保障体系，加

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强劳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开展

实用技术与技能培训，提升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引导农户

生计转型; 同时，应积极培育农村合作组织，加强不同组

织、群体之间合作交流，拓宽农户社会网络，提高其风险抵

御能力; 最后，应建立和完善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准确发

布农牧产品市场信息、就业信息等，并加强扶贫、脱贫政策

等相关信息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户自主脱贫意识。

(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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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 adaptability of farmer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a case study of Yellow Ｒiver water source areas of Gannan

ZHAO Xue-yan1 JIE Yong-qing1 HE Xiao-feng2

MU Fang-fang1 SU Hui-zhen1 LAN Hai-xia1 XUE Bing3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2． Forest est ontrol tation of Longnan，Wudu Gansu 746000，China;

3．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henyang Liaoning 110016，China)

Abstract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play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s the main economic

activity subject and the basic uni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farmers’adaptability to livelihood pressur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ain function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In a case study of Yellow Ｒ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in the easter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based on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analyzed the livelihood pressure，adaptive capacity and adaptation strategy

of the farmers，and used multivariate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lection of adaptation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Nearly 90% of farmers in Yellow Ｒ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were facing multiple livelihood pressures，and the

‘nature + society + finance’was the most frequent type of pressure faced by rural households． ②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farmers in

economic demonstration area was the highest，followed by the rehabilitation areas，and the lowest in the key conservation area． Farmers

facing the pressure of‘nature + society’had the highest adaptive capacity，while farmers facing the pressure of‘nature + social +

finance + policy’had the lowest adaptive capacity． ③87． 45% of the farmers adopted various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livelihood pressure，and most of them selected the‘expansion + assistance + contraction’． ④The natural capital，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the severity of nature pressure and the degree of diversification of livelihood pressure wa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adaptation strategy．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natural disasters，broaden channels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income，establish diversified credit mechanism，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remote areas，impro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improve farmers＇ adaptability to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pressure，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Key words multiple pressure;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farmer; adaptation strategy; Yellow Ｒ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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